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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学研究的理论、方法与知识体系*

◎ 吴 欣

内容提要 运河学是归纳、理解、抽象与运河相关的人类活动及其产生经验后形成

的知识体系，是围绕运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具体而言，运河

学的研究内容包含三个层次:一是作为大运河“本体”的河道及其开挖、畅通所带来的自

然环境的变化;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的“运河”在历史时空中价值与意义的变迁; 三

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心理等人文情态的沿承与渐变。大运河跨

越时空的特点决定了其研究具有跨学科性质，因此运河学理论与方法必须以问题为导

向，突出学科本位意识之下的理论借鉴与方法交叉。丰富的运河文献奠定了运河学学科

的基础，世界各地运河的同异之别，也注定了其作为专门学科的整体性与世界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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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贯穿南北，连接古今，以运河为载体或者伴

生的运河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文

化标签。作为一个复杂系统，运河连接与传承的不

仅是地域意义上的南北，地理意义上的水系，经济意

义上的市场，政治意义上的漕运军政，社会意义上的

人群生活，文化意义上的艺术、风俗等内容，而且其

自身就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运行与表现方式。运

河文化的物化特征、精神象征和存在方式的复杂结

构及属性决定了运河研究需要跨学科的知识、整体

的研究意识和学以致用的学术价值观。

回顾运河研究的学术史，近 30 年来，“随着学

术价值观、研究方法及研究环境的改变，运河研究不

但实现了从历史 ( 地理) 研究向其他学科的逐步扩

大，而且研究深度和广度也发生了改变，包括史学界

在内的学者重新审视以往从经济入手且带有强烈政

治色彩的宏观社会形态解释模式，将研究带入新的

多元视角与多学科的研究领域”。①2014 年 6 月中

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和 2017 年以来的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意味着国势强盛、文化自信背景下传统文化

价值的再挖掘、再提升。对研究者来说，这一契机也

促进了学界对运河历史功能和现实价值的再认识，

将运河作为研究主体，纳入到学术视野与学科建设

中来，“运河学”应运而生。那么运河学的理论、方

法和知识体系是怎样的? 构建这一学科需要遵循怎

样的规律和原则?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应首先解决两个关键性问

题:一是运河区域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特定的区域，

二是“运河学”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学科。如果不能

解决这两个基本问题，运河学的概念难以解释清楚，

因为某一学科的成立必然有其研究范畴，这一范畴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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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运河学研究 ( 第二辑 ) 》，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9 年，第 2 页。

DOI:10.15895/j.cnki.rwzz.2019.06.017



2019 年第 6 期

8

及形而下的具体空间，也包括形而上的理念与范式。

一、大运河区域范围的界定

国家最新发布的《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

划纲要》中明确界定“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
大运河、浙东运河现有和历史上最近使用的主河道
构成。大运河文化带以大运河流经的北京、天津、河
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八省市为规划范
围。”①这样的划分具有宏观和可操作的价值，但在

学理上，运河流经区域甚至运河这一概念②本身，都

需要放置在长时段和不同区域中被细致划分，也就

是说，就运河而言，“过去的过去”与“现在的过去”

存在着很大差异，“运河”是一个被不断建构的概
念。由于运河流经范围广且不同历史时期变化较
大，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本文仅以大运河为中心，讨

论大运河区域范围的界定问题。

首先，大运河区域是否可以被看作一个特定的

区域?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与一般区域

相比较，大运河流经的地理与行政区域广泛，构成区

域的基本条件并不明确。学界一般认为，区域概念
源自地理学，应借鉴该学科关于区域的划分原则和

标准，以之对区域进行严格界定，其核心是“明确的
边界”。若从这个意义上来讨论，大运河区域并不
是一个实在的区域。作为人工河，大运河在不同时
期会由于开挖、改道、淤塞甚至断流而导致区域范围

的变化。大运河从隋唐时期的“一”字型流向到元
明清时期的人字形流向，明显改变了地缘社会的区

域范围。仅就明清时期的京杭运河而言，一方面，河
道改变导致运河流经区域发生变化，如明永乐九年

( 1411 年) 运河畅通后，为避黄河之险，又于 1528 －
1567 年、1595 － 1605 年间，自山东济宁南阳镇以南
的南四湖东开河，使泗水运河改道为经夏镇、韩庄、

台儿庄到邳县入黄河。对于运河“背徐、邳而向滕、

峄”的影响，时人感叹到:“漕之由黄也，自直河而上
至夏镇，计三百六十余里，中经邳徐吕梁等处，舳舻

衔尾，旅店连云，贸易商贾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

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弘而取精多，何需不便。

今一旦漕由泇行，则背徐邳而向滕峄，向者日渐纷

华，背者日渐寂寞，纷华者色喜，寂寞者心悲……”③

清代在运道基本定型的情况下，又于骆马湖以北至淮

阴开中河、皂河，北接韩庄运河，致使运河流经的区域
又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运河流经的北方缺水区域，

由泉水和其他支流供给水源;而在南方有些区域，多

条自然河道与运河相连，形成水网，它们是否可以被

看作运河区域? 如若我们将其分为运河流经区域和

辐射区域，那么二者的关系以及重要性问题如何解

释? 又或者说距离大运河的远近是否可以算作划分

运河区域范围的标准? 事实上，距离大运河的远近，

也并不能表明其与运河关系的疏密，正如许倬云先生

所言:“地理空间( 内) ，由交通路线构成多重网络，干
线所经，易于联结网络的中心，分支道路所经，即离核

心隔了一层的转接，遂与干道所经之处疏远。遗留在
道路网络之外的空隙之地，则又疏远了一层。上述疏
远的意义，不在空间距离的远近，而在资源与资讯的

输送所至，决定其在网络上的位置。因此，网络上另
有一种形式的边陲，离核心的空间距离不远，却因交

通不便，信息不足，虽近在数十里之间，都视同荒

蛮。”④在大运河辐射的网络中，这种事实也存在。例
如，在山东运河境内，距离运河仅 20 里的阳谷县城在
崇祯年间“生齿贫悴，城中强半皆隐地，民之结茅聚庐
而居者，仅东南角一隅耳。”⑤相反，距离大运河较远
的济南泺口镇，因为大清河与之相连而贩运者不绝，

尤其大量海盐从泺口通过大清河至运河贩运，使其深

受大运河的影响，至清代，泺口镇已形成一座独立的

城池。因此距离难以成为界定运河区域的标准，进一
步讲，地理空间意义上运河区域难以有明确的标准。

在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背景之下，文化成为大

运河研究的核心，就此而形成的文化界定论也十分

流行。大运河连接京津、燕赵、齐鲁、中原、淮扬、吴
越文化圈等，各种地域文化因人群流动而互相接触、

①

②

③

④

⑤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规划纲要》，2019 年 2 月 1 日。
关于运河概念及流经区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笔者

曾专文论述。参见吴欣: 《大运河文化的内涵与价值》，《光明日
报》2018 年 2 月 5 日。
［明］黄克缵:《古今疏治黄河全书》卷三“酌议泇黄便宜

疏”，《中国大运河历史文献集成》第 1 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年，第 517 页。
许倬云:《我者与他者》，台北:台湾时报出版，2009 年，第

26 页。
康熙《阳谷县志》卷七艺文三，《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

府县志辑》第 93 册，凤凰出版社，2006 年，第 140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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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整合，连成恢弘深厚的运河文化带。所以运河
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地域文化，更是作为一种大一统

文化发展起来的。因此有学者认为: “这条文化带
反映着中华传统文化融汇的轨迹，从各个方面表现

出由各个文化圈融合后的鲜明特色，凝集着中华文

明的精髓。虽然运河文化具有地域的形态，但从整
个运河流域及其辐射区域来考察，却几乎覆盖了中

国的东半部并影响着中国西半部。”①若从这个角度
和范围来谈，那运河区域是一个开放的区域，而不是

一个客观范畴，不存在相对清晰的边界，或者说这个

边界与其说存在于各种从客位角度予以拟定的“标
准”中，不如说存在于某种文化想象中，具有根据情
景变动而不断变化的动态特质。

法国地理学家维达尔·布拉什 ( P． Vidadela-
Bache) 曾提出，城市创建了区域，城市的吸引力决定
了区域的规模。② 明清时期，运河城市兴起，城市成
为联结运河的线性共同体。学界在讨论“运河区

域”时，也多集中于城市，如临清、济宁、淮安、通州、

杭州、洛阳、宁波等城市及其辐射区域。但是从研究
成果所反映的主旨来看，这些成果主要从区域与城

市的关系入手，考察区域发展中城市群体的等级结

构、空间形态和影响范围，最终寻求的是城市化的历
史规律。因此，运河城市史的研究显然不能取代运
河区域社会的整体。

大运河流经地区涵盖了多个独立的行政和经济

区域。大运河区域既是一个区域，又是跨越多个区
域的整体。在反思现代史学发展的基础上，又有学
者提出区域的划分应强调人本主义，即打破现在约

定俗成的时空界限，“在不同的历史过程中，由不同
的人群因应不同的需要而产生的工具与多层次的概

念”。③ 这种从问题出发的区域划分，强调多元与互
动的研究视角，并试图从百姓的日常活动中寻找空

间观念和地域认同的研究模式。这种研究取向虽然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从自然、行政、经济区域划分到人
本区域研究的转向，但因为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未

摆脱意识形态对历史的先验性。

那么，在学术意义上，如何确定大运河的区域范

围? 我们认为，大运河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区
域”，符合两个原则: 第一，它首先是一个以运河为
联系纽带的整体，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虽没有形

成十分稳定的区域边界，但却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

提供了一个动态的历史视野。事实上，对于运河区
域范围的界定，并不是为了确定各种地理格局的静

态“统一性”，而是考察各种地理格局变动之下的社
会变化。地理格局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区域

认定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是随着时间发展而起落

不定的。第二，运河区域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内

在逻辑性和一致性的体现”。④ 与其他区域相比，运
河区域存在着一个从漕运政治到民众生活的“运河

机制”，正是这种机制将历史各要素关联起来。社
会史研究过程中，法国年鉴学派以或然论的方法来

考察环境与人的关系，并认为自然对于人类居住限

定了条件并提供了可能，但是人对于这些给予条件

的反应和调整依赖于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生活
方式是决定一个特定人类群体在自然提供的各种可

能性中进行选择的最根本的要素。”⑤人们在使用
“运河区域”这个词汇时，恐怕在心目中已经赋予它

比空间区域更为丰富的内涵，这就是由运河带来的

发达的经济、优越的文化以及相对统一的民众心态。

所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运河区域是一个以运

河为规定性建立起来的区域，该“区域”具有明显的
“生态文化”特征，既涉及河工及其所关涉的自然地

理( 水系、山川、湖泊等) ，更有关人文生态。在自然
与人本、生态与文化的融合之中，运河区域成为物理

空间的地理区域、人文生态的文化区域和人本主体
的生活区域三区合一的区域。同时，在具体的研究

过程中，其又是学科互鉴的跨学科区域。比之其他
区域，运河区域的这种特性正是其突出的价值所在。

二、运河学的知识体系

作为学术研究的“新学科”，最早提出“运河

学”这一概念的是进行中国大运河申遗的专家学

①

②

③

④

⑤

张熙惟:《学思录》，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113 页。
［法］安德烈·梅尼埃:《法国地理学思想史》，蔡宗夏译，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11 页。
黄国信、温春来、吴滔:《历史人类学与近代区域社会史研

究》，《近代史研究》2006 年第 5 期。
朱金瑞:《区域性历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州学

刊》1995 年第 3 期。
［美］杰弗里·马丁: 《所有可能的世界: 地理学思想史》

( 第 4 版) ，成一农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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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此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大运河作为文化遗产
的特殊性:“大运河是自然与人创作的杰作，有着丰
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内涵，在中国社会的不同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建立运河学学科有利于整合

各方面成果，形成对运河的系统研究。”①事实上，
“一种新概念的出现，既是人们对共同生活的外部
环境变迁作出反应的记录，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此

种变动努力进行的总体评估并逐渐形成重新控制的

过程”。② 所以，运河学概念的产生，从宏观来看，应

该被看作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专业化
前提下，学界解释、叙述与解决运河问题的思想重
构，这种结合带有一定的社会改造的目的。

那么“运河学”是否可以成为学科? 所谓学科，

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二是指高

等学校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显然，运河学属于第一
层含义，即与运河相关的人们的活动及其产生的经

验，通过归纳、理解、抽象后形成的知识体系。在这

个意义上，运河学是关于运河的专门学问。

从本质来看，运河学知识体系的概念和内涵相

对明确。其概念即是围绕运河形成的一整套研究、

保护、利用的理论与方法。知识系统主要指建立在
史实基础之上的关于运河的各方面知识及其有机联

系，具体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作为遗产与通道

的运河“本体”及与其相关联的自然地理的内容，主
要是指物化层面的运河;二是作为制度与历史现象

及文化符号的“运河”，包括运河的历史地位，运河
与中国政治、经济格局变动的关系，运河的区域性差
异与辐射意义，运河所反映出来的国家治理与发展

的观念，运河引发或关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内容;三是运河区域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承、社会
心理等人文情态，即运河的主观性和活态化的内容。

运河学的知识体系内涵清晰，但内容丰富庞杂，

其理论构建和方法运用具有极强的学科交叉性。目

前，相关理论方法主要集中在历史学、地理学、文化
遗产学等领域。历史学领域的制度史、经济史和社
会史研究提炼了重要的有关运河特点、规律的内容。

以漕粮、漕军、河工、河道等为对象的研究系统探讨
了漕运、河道系统中不同组成部分的关系与结构。

经济史研究以运河城镇发展、商人商帮和区域经济
发展为主要内容，同时在财政史等宏观研究中也会

涉及运河市场调控、交通运输等功能性价值分析。

在这其中，江南区域经济史研究中对运河因素的分

析最为细致、深刻，且在学界形成了广泛讨论，对解

决中国历史发展和模式等问题都有创建性的意义。

社会史、文化史学界，对运河流经区域，尤其是明清

时期运河区域的研究相对细致，多以人口、宗族、社

区、信仰为对象，讨论漕运政治之下不同区域的社会

发展脉络与结构性变化。这些成果的研究意识、领

域、地域全部或者部分涉及运河之“本体、整体与地

方”，研究内容互为借鉴，逐步深化，且每一类研究，

都有意无意地对运河“空间坐标与历史标签”的身

份进行了揭示，为运河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地理学科对于运河河道开挖、变迁及其与自然

水系的关系，历史时期运河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

环境，水资源保护，水利工程的环境影响评价，区域

环境水利规划、水利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充分利用了

环境水力学、环境水化学( 水污染化学) 、环境水生

物学、环境水文学的理论基础。卫星遥感数据采集、

湖泊水域采样分析等方法的运用，也在很大程度上

丰富了运河学研究的科技内涵。

运河文化遗产学的研究在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

之后备受重视，形成了“发现并保存物质对象的真

实性或真实状况”③的基本研究范式，主要围绕大运

河物质形态本身讨论遗产的保护问题，在一定程度

上，这种研究突出了大运河是国家文化符号的内容，

但客观上忽略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在遗产思辨研究

兴起的过程中，学界渐已形成从“以物为本”向“以

人为本”的回归，即遗产不仅仅是物质遗存，更是与

民众密切相关的文化实践。大运河文化遗产的评估

体系在强调遗产历史、艺术、科学的基础上，也朝向

注重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与文化

遗产关系的方向转化。事实上，运河文化的活化是物

的活化，更是人的活化。另外，“廊道文化”理论，文化

遗产分析中“文化线路”方法的运用也在运河旅游、规

①

②

③

罗哲文:《运河申遗应建立运河学》，《中国文化遗产》
2011 年第 1 期。
［英］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

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 374 页。
［西］萨尔瓦多·穆尼奥斯·比尼亚斯: 《当代保护理

论》，张鹏等译，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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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等领域中成为常用的可资借鉴的理论与方法。

理论与方法的互鉴，必须以问题本身为依托，也

就是说运河学研究理论和方法本身即是方法交叉、

理论互鉴、问题拉动三个方面的融合。在可操作的
层面或具体的研究中，以较大问题为中心和目标，以

“问题拉动”不同学科本位意识之下的研究形成整
体，将纯粹客观现象的解释、历史意义的解读、艺术
价值的体现、客观规律的总结等内容进行多元综合，

最终获得有关运河的整体性研究成果。当然，运河

学的整体理论不是叙述和研究与运河相关的所有方

面的历史和现实，不是把所有的事实和现象都一一研

究清楚，而是要把人们的行为，以及影响人的行为，影

响人们的行为结果的所有要素都视为整体性联系的

事实，从其整体性联系去把握与理解历史和现实，去

认识运河之于中国、之于民众的价值意义及其过程、

结果。最终，运河学理论所包括的研究范围、特点、规
律，运河学在人类文化和学术史上的价值，运河学的

现实意义，运河学发展史等等都在运河学所整合的学

术理论与方法指引下，一一呈现，并获得进一步深化。

在一定程度上，运河学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学科，

还要看相关资料能否支撑这门学问。① 首先，大运
河基本文献内容极为丰富，可分为五类: 一是专书。

元代以来，流传至今的运河专书有一百余种，内容涉

及治河治水理论、运河河道开挖挑浚、运河工程建设
维护、漕运及其管理体制、黄河与运河关系、运河区

域生态环境与社会状况等多个方面。这些著作部分
已经整理出版收录于《中国大运河文献集成》，或部
分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中华
山水志丛刊》中。还有很多重要典籍，作为善本书
藏于各大图书馆。二是政书、类书。明清时期官修
政书包含有多种运河方面的资料，如《明会典》《清
会典》《大清会典则例》《大清会典事例》《续三通》
《清三通》《古今图书集成》《清裨类钞》等，大都有

河工水利、漕粮征运、钞关仓储等类目，集中保存了
与运河有关的史料。三是史书、方志。二十五史的
《河渠志》《食货志》《地理志》，明清《实录》中散落
着大量“治运”人物事迹及河政河务方面材料。运
河流经区域的省志、府志、州志、县志、镇志、乡土志、

山水志、榷关志等，总量有数百种之多，内容涉及运
河修治、河道变迁、漕粮征运、城市街区、商品交换、

手工业门类、河务漕务管理、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

四是文集、笔记。明清时期的文人笔记常见的有五
六百种之多，其中所记多与运河有关。明清小说有
些以运河区域社会为背景，某些篇章直接描写运河沿

线人物世事，可以为运河研究提供帮助。五是外国史
料。元代以后，亚洲各国的使者商团，欧洲各国的传
教士、商人、使臣经常沿大运河往返北京与沿海港口
之间，留下了大量关于运河及运河区域社会的记述。

其次是大运河档案文献。中国大运河文献档案
数量巨大，完整系统地反映大运河决策、建设、运营
的过程。据笔者初步调查统计，现存与大运河有关
的档案资料共约 1． 5 万余件，还有一小部分散存于
其他西方国家。目前所知，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奏
折档案已经数字化，影像资料存于“清代宫中档奏
折及军机处档折件全文影像资料库”。国家图书
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天津市档案馆、山东省档
案馆、江苏省档案馆等也有收藏。另外，我国台湾地
区“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内阁大库档案影像
资料库”中有若干件与运河相关的档案，还有几十
种大运河明清舆图流失在欧美的博物馆和大学。

最后，运河区域民间文献。民间文献资料指契
约、家谱、碑刻、科仪、日记、笔记、自传、年谱、课业文
章、书函信札、生活杂记、商业文书、日用杂书、唱本
剧本、法律文书、乡规乡约、善书、医书等，是大运河
水利工程建设和区域社会发展的见证，也是区域民

众生活状况基本呈现。由于过于零散并疏于保护，

这类资料的收集整理具有抢救性质。

综上，可以说有关运河研究的文献极盛，形成了重

要且丰富的文化遗产。纵观几十年的运河研究成果，

对这些文献史料进行了相对充分的利用，但也存在一

定研究的空白。因此，对丰厚学术研究进行回顾与总
结，系统梳理各专业领域有关运河的理论及实证研究，

是一项极富有价值的学术工作。在此基础之上，进一
步讨论未来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具有前瞻性的意义。

三、运河学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运河学研究涉及多个学科，但其并不是这些学

科的简单相加，而是这些学科之中与运河相关内容

①《运河学笔谈(李泉)》，《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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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复合体，它的任务是对人们认识中与运河相关的

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整合，以达至对运河总体的认识。

在已有的研究中，这种认识基本在以下几种理论框

架中展开:

一是功能论。以历史与现实为研究时段的运河
研究中，功能研究都是其重点，其中“运河利弊二元
论”和“运河盛衰决定论”是两个重要的立论基础。

前者认为运河或是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南北的融合，

或是破坏了自然河道的东西流向和自然环境; 后者

强调运河区域社会的发展与运河的畅通衰败相始

终。目前这两种研究框架很大程度上依然决定着研
究者的研究意识，指导着其研究思路。而事实上，在
此基础之上，还应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揭示运河与中

国社会互动的“机制”上面，解释运河存在所形成的
社会内部的起承转合式的发展脉络。二是区域论。

运河流经区域广阔、地域差异大，这在很大程度上造
成运河研究的地域性特征明显。在可操作层面，注

重差异、细化研究、类型化分析是最有效的研究方
法，但同时更应该在比较视野下，探讨运河作为交

通、市场、文化融合载体的整合意义，进行多角度的
区域比较，探讨区域社会经济的变迁以及地方文化

所创造的“大历史”轨迹。三是文化象征论。运河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是国势强盛和文化自信的

反映，运河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具有很强的象征

意义，支撑着国家认同。这种意识的强化突出了运

河文化的意义维度，但文化遗产之于民众和地方的

价值却被弱化了。

未来对于运河学、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研究需
要更纵深和多元化的研究内容和强烈的问题意识，

而实现这一研究目标应具有三种研究视域。一是向
内的视角，把“运河放入中国”。重在探讨大运河与
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即运河的开挖、畅通与断流如
何影响甚至改变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走向。既讨论

运河的“社会性”价值与意义，又探讨中国社会的
“运河性”特点与历史进程。在宏观层面分析作为
水利工程、政治策略、经济文化传播通道、市场构建
主体的大运河，如何在中古及其以后的时间序列和

区域、跨区域的空间里实现了功能的价值性延续，并
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发展路径。

二是向外的视角，把“运河放入世界”。运河非

中国独有，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运河学的研究可以形

成世界范围内的“共鸣”。事实上，讨论中国运河的独
特性，需要立足于世界范围来观察，强化与国外相关

学科的密切联系。世界视角可以解决两个层面的问
题，一是在比较研究中，以运河作为对象，讨论中国社

会及文化发展的路径。例如彭慕兰等在比较 18 世纪
世界范围内几个大首都的发展模式时曾提出这样的

疑问:“为什么巴黎或伦敦的成长，引发那么多暴动，

北京、德里的成长引发的暴动却少那么多?”他随之得
出的结论是明清帝国建造了巧妙而独特的运输系统

( 大运河) ，使首都得以利用远处过剩的稻米。① 第二
种是，运河作为“一带一路”的连接点，具有重要的交
通价值和国际战略地位，从国际视野出发，从社会发

展、国家利益的角度讨论运河的价值，为提高中国国
际地位、构建未来的国际秩序提供历史和理论支持。

三是向前的视角，把“运河放入未来”。运河文
化的延续性是民众智慧和文明不断聚集和层累的结

果，作为“活的”“在用”的文化遗产和文化本身，大运
河并不是静态的文物，而是流动的文明史，是一种文

化资源，并且这种资源一直在为人类服务。把运河放
入未来很大程度上阐明了大运河研究的主旨，即大运

河文化保护、利用与传承的关系中，最根本的问题在
于传承。正如有学者所说，“申遗只是一种推动保护
的方式，保护好大运河遗产、揭示和展示大运河遗产
所蕴含的杰出的普遍价值以及深层次的中国文化特

色并将之传承后代是这一运动的基本宗旨”。② 面
向未来的运河学研究，在日渐成熟的大数据方法搭建

起的技术平台之上，研究者目光所及与心力所至，既

应实现对大经大脉的足够疏通，也需包含对社会群体

的“同情理解”。可能用“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方
式反思自我的研究，才能在疏通知远之中构建历史记

忆，解释大运河在历史、当下乃至未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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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美］彭慕兰、［美］史蒂文·皮托克:《贸易打造的世界》，
黄中宪、吴莉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111 ～ 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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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遗产保护规划和申遗工作的回顾与体会》，《东南文化》2012
年第 5 期。


